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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中國大陸學界有關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研究，

由於受到國內外政治、外交等因素制約，擺脫不了意識形態窠

臼，結論傾向整齊劃一，沒有太多深入的學術探討空間。近二十

年來，隨着中國外交部檔案和各地省市檔案的開放，加上俄國檔

案陸續解密以至翻譯成中文出版，配合新興的冷戰國際史研究方

法，大大推動了國內外有關中國邊疆問題／中外關係史的研究。

尤其不能不提的是，近年有學者開始利用蒙古外交部和檔案總局

的蒙文檔案，探索以往較受忽視的中蒙關係問題。本期「學術論

文」欄目刊出的四篇論文，都是基於多邊檔案文獻研究的中國與周

邊國家關係的重要成果，探究的焦點分別落在中國北方（中、蒙）

與東北（中、蘇、朝）的邊界之上，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填補了重

要的缺環和空白。

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簽訂《雅爾塔協定》，同意「維持外

蒙古現狀」，變相認可蘇聯延續對外蒙古事務的主導性影響力。谷繼

坤的文章為我們理解當時的「外蒙古現狀」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從

1925年蒙古人民革命黨驅逐共產國際駐蒙古全權代表雷斯庫洛夫說

起，娓娓道來此重要事件促成蘇聯深度介入蒙古事務，通過扶植「農

村派」，改組蒙黨中央，將外蒙古改造成蘇聯衞星國的來龍去脈。根

據1945年8月中蘇兩國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國民政府容許

外蒙古通過公民投票決定其獨立的主張，誠如白林在文章中指出，

這完全是大國博弈的產物。同年10月，外蒙古舉行的獨立公投事實上 

是一場早有定論的選舉，當局力圖通過一系列選舉操作，實現「百分

之百」贊成獨立的選舉結果，從憲政法律層面正式切斷外蒙古與中華

民國政府的關係。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一邊倒」的外

交政策，中蒙兩國在共產主義陣營內成為「同志」／「兄弟」，然而隨

着1960年代中蘇分裂，中蒙關係亦轉趨緊張。劉曉原在文章中除了

探討箇中涉及的意識形態因素外，也從地緣、民族政治角度作出深

入解讀。至於郝江東的論文所關注的東北抗聯史研究狀況，與上述

中蒙問題表面看似毫不相干，但實則也有雷同之處：特別是受制於

1949年以來中、蘇、朝三國關係的高低起伏，相關研究呈現不同的

階段性特點與變化，其中意識形態與現實政治考量所起的重要作用， 

並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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